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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制度完善研究” ( 17AFX023)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在经济法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大量学者的研究都涉及“法理思考”或“法理分析”。例如，漆多俊: 《经济法

学研究中的几个法理学问题》，《政法论坛》1993 年第 3 期，第 62－67 页; 李昌麒、胡光志: 《宏观调控法若

干基本范畴的法理分析》，《中国法学》2002 年第 2 期，第 3－15 页。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对法理的关注远超

过法理学者对经济法的关注，这与经济法学是新兴学科的特点有关。

经济法中的法理及其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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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经济法中的法理，可在“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下加以提炼并进行类型化分

析。通过借鉴历史文献研究成果，可将经济法中的法理界定为阐释经济法合理性的 “广义价值”，

它集中表现为基本原理、目的价值和基本原则三个层面，是贯穿于经济法具体规范中的 “魂魄”
和“经脉”。基于类型化研究的视角，可将经济法中的法理分为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以及作为其

延伸的“公认的法理”与“特定的法理”，并据此确立经济法法理类型的 “二元结构”。在经济法

法理类型的“二元结构”之下，应加强两类法理之间的协调，重视特殊法理或 “特定的法理”对

经济法的独特价值。深入研究经济法中的法理及其类型化问题，既有助于经济法的理论深化和制

度完善，也有助于推进现代法理学乃至整体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 经济法; 法理; 类型化; 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 公理与定理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法理论从无到有，日臻完

善，其基本体系已告形成。从学术发展史看，在经济法理论初创时期，有关经济法的本体

论、价值论、发生论的研究较为集中。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有关经济法的规范论、运行

论、范畴论的探讨日益深入，经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权利义务理论、责任理论、立

法理论以及司法理论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其研究过程贯穿着大量 “法理思考”。①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下，国家着力推进整体的改革、法治与发展，上述

“三条主线”交织并行，对经济法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分配理论、发展理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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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风险理论的研究备受重视，其中涉及的法理问题更显复杂。针对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经

济法理论研究重点的变化，如何挖掘其背后的法理，从而有效提炼和构建相关理论，并据此

指导法治实践，已成为经济法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上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经济法理论研究有效地吸纳了法理学的研究成果，具有积极

意义。② 但由于经济法作为新兴部门法，具有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而既往的法理学

研究又多侧重于传统部门法，因此，经济法研究不能仅从法理学中汲取营养，尚须更多地从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中获取理论外援。经济法学发展至今，对于如何看待法

理学与经济法学的互动，如何理解、界定和提炼经济法中的法理，尚缺少普遍的系统探

讨。③ 而对于上述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有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理论深化，也有助于进

一步丰富整体的法学理论，推动法理学的发展。
经济法领域贯穿着多种复杂的法理，对其梳理殊为不易，非常有必要展开类型化研究，

以明晰其定位和价值。考虑到各类法律的核心构成要素是体现一定 “价值”的 “规范”，而

法理则贯通其间，为此，本文拟提出基本的 “价值—规范”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相

关法理问题。事实上，对于价值与规范问题，康德、哈贝马斯等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有深

入研究和不同理解。本文并非旨在评价其理论或直接依托其理论展开研讨，而只是借用 “价

值”与 “规范”的称谓及其形成的 “二元结构”，强调应分别从具体的 “法律价值”和

“法律规范”的视角，针对经济法规范中融入的相关价值，来分析经济法中的法理及其类型

化问题，以期从价值与规范相结合的维度考察经济法的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这对于经济法

中的法理的类型化研究也许更有助益。
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经济法中的法理作出界定，梳理其呈现的不同层面，并对其进行类

型化研究。④ 基于 “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本文拟对经济法领域不同类型的法理加以类

型化分析，着重归纳、探讨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公认的法理 ( 公理) 与特定的法理 ( 定

理) ，以揭示各类法理的内在关联和重要价值。对上述问题的研讨，将有助于发现经济法与

其他部门法的紧密关联，理解整体法律体系的系统功能，推进经济法治乃至整体法治的完

善，同时，也有助于解释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推动经济法学与法

理学的理论互鉴与深化。

二、经济法中的法理之界定

任何事物皆有其 “理”。从 “理”的原初含义看，自然的事物有其纹理、层次和次序，

83

法制与社会发展

②

③

④

正是基于对吸纳了法理学的研究成果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应据此实现经济法研究的法理转向。参见蒋悟
真: 《迈向法理学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商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71－78 页。
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予以更多关注，例如，刘红臻: 《经济法哲学: 经济法的“法理”表达》，《中国法律
评论》2018 年第 3 期，第 110－115 页; 张继恒: 《从“规范教义”到“法理守则”: 经济法学研究之转型》，
《法商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63－72 页。
类型化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斯·韦伯运用类型化方法形成了理想类型的分
析框架，考夫曼运用类型化方法提出了法学上的类型理论。参见胡玉鸿: 《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法学方
法论意义———兼论法学中“类型”的建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2 期，第
33－37 页。



无论是外观的 “理”还是内在的 “理”，都与其结构以及相关规律有关。由此推展开来，则

物有物理，心有心理，道有道理，同样，法有法理。在法律和法学领域，尤其需要明理、说

理、释理，揭示法的形成、构成、达成的合理性、合法性，阐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呈现

法的理念、精神、原则等。只有真正的法理，才有生命力、影响力甚至支配力、约束力。⑤

对于何为 “法理”这一问题的回答，学界至今尚莫衷一是。基于对 “法理”词源的历史考

察，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史料文献记载中的 “法理”一词的主要含义之一是指，律令条文

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及共通原理，虽然中国传统的 “法理”与现代的 “法理”在内涵上

存在一定的学术差异，但从基本含义上来说，作为法律条文背后蕴含的观念、规律、价值追

求及正当性依据，它们相差无几。⑥

上述认识与本文对经济法中的法理的理解非常契合。本文认为，在 “价值—规范”的分

析框架下，贯穿整个经济法中的法理是指，具体规范背后用以阐释经济法合理性的 “广义价

值”。⑦ 据此，经济法中的法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融入相关理念、规律的 “基本

原理”; 第二，体现上述基本原理的经济法的 “目的价值”; 第三，体现上述目的价值和经

济法的精神的 “基本原则”。这三个层面体现了经济法中的法理的外显 “纹理”、结构层次

和展开次序。
上述的 “广义价值”，作为各类具体规范的 “魂魄”，会渗透于经济法制度之中，并为

制度运行提供理据支撑。事实上，如果各类具体规范或制度缺少相应的理念和精神，不能体

现相应的规律、原理，不能遵循应有的价值和原则，则必然因缺少合理性、合法性而难以存

续或者无法有效运行。⑧ 因此，具体规范或制度绝不能缺少应有的法理，否则就会 “失魂落

魄”，“萎靡不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就是支撑和引领法律制度

存续、运行的 “神”，法理与法律制度是 “神”与 “形”的关系，即具体的规范或制度可以

有多种形态，但整体的法律系统必须有法理节节贯穿，这样才能 “形神兼备”，“形散而神

不散”，从而真正凝神聚力，更好地发挥价值与规范的各自功用。
基于对法理的上述界定，在 “价值—规范”框架下，既要关注价值对规范的重要影响，

又要看到规范作为价值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工具所具有的重要功用。具体到经济法等新兴部门

法领域中，从法理的维度揭示其自身的独特性、重要性，并由此阐明其存续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历来是必经之门径。正因如此，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必然性的

法理探讨一直不曾停歇，并源源不断地丰富着经济法理论的内容。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文对经济法中的法理的界定，下面拟分别从前述经济法的基本原理、

目的价值、基本原则三个层面揭示经济法的法理在不同层次的体现，并说明各类 “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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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在国内立法和国际法层面，均存在将法理作为法律渊源或裁判依据的规定。例如，1929 年颁行的“中华民国
民法”第 1 条规定: “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 无习惯者，依法理。”又如，《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
规定，“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亦可在裁判时适用。
参见张文显: 《法理: 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 年第 4 期，第 5－40 页。
这里的“合理性”是广义的，包括基于经济的合理性而产生的合法性。这里的“广义价值”包括功用价值
( 即内在的客观价值，或称工具价值) 与评判价值 ( 即外在的主观价值，或称目的价值、价值追求) 。其中，
功用价值会体现在对经济法基本原理的阐述中。
法理作为法律的内在原理和内在规律，能够为法律的存在、运行及效力提供正当性、合理性根据。参见王奇
才: 《作为法律之内在根据的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 年第 5 期，第 5 页。



内在关联与重要价值。
首先，从体现经济法法理的 “基本原理”来看，经济法的基本原理是体现经济法的基本

理念和相应经济规律的、具有本原性的道理。它是衍生经济法各类基本理论的基础，是经济

法制度构建的前提。由基本原理可以推导出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和基本原则。
学界对于经济法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与基本原理的提炼难度大直接相关。

考虑到经济法要解决市场与政府 “两个失灵”的基本问题、“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

基本矛盾，而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源于现实存在的各类 “差异”。同时，解决不合理差异的问

题也是经济法的重要功能和任务，因此，可将 “差异性原理”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原

理。⑨ 从差异性原理可以推导出经济法的 “二元结构”原理，进而推导出经济性原理、规制

性原理、均衡性原理或整体性原理等。这些原理所蕴含的经济法法理，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

生和发展的原因和动力、经济法的目标和功能、经济法的法益保护特征等。依据上述法理，

可以明晰经济法的法治体系应如何构建，经济法的规范应如何形成及如何被完善等问题。可

见，在经济法基本原理中所蕴含的法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瑏瑠

其次，从体现经济法法理的 “目的价值”来看，经济法的目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效率与公

平、自由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等多种相互关联的价值。瑏瑡 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实现

经济法领域的多种正义。
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与前述基本原理是内在一致的。例如，从差异性原理看，经济法涉及

的诸多差异性问题会导致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 基于个体营利性，需要关注效

率、自由和发展; 基于社会公益性，需要关注公平、秩序与安全。可见，诸多价值紧密相

关，其复杂关联要求在经济法制度上作出 “协调和整合”，并体现在经济法宗旨中，成为具

体经济法规范的引领。而对各类价值的 “协调和整合”，尤其需要体现经济法理念和相关规

律的各类基本原理。
价值对规范影响巨大，因此，人们在探讨经济法的各类制度或具体规范的设立、修改、

废止、解释是否有助于增进效率或公平，是否有助于保障自由 ( 如良好的营商环境、市场机

制的积极作用) 或秩序 ( 如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经济的良性运行) ，是否有助于促进发展

( 包括个体或整体的发展、产业和区域的发展等瑏瑢) 或安全 ( 如整体的经济安全，以及具体

的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等瑏瑣) 时，都需要从价值追求的角度来阐释合理性、合法性，都是在

从目的价值的角度引用和阐述法理，以期得到各方面的认同。瑏瑤 因此，挖掘经济法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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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有关差异性原理的探讨，参见张守文: 《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10 页。
有关差异性原理的运用，参见邢会强: 《经济法原理在金融法领域中的应用举隅》，载陈云良主编: 《经济法
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2－224 页; 曹胜亮: 《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的失衡性研究
———兼论经济法差异性调整方法》，《法学论坛》2013 年第 3 期，第 65 页。
例如，基于自由与秩序价值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是经济法的基础。参见邱本: 《再论经
济法的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参见陈婉玲: 《我国经济法的观念更新与当代转向———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心》，《法学》2017 年第 7 期，第
112－122 页; 徐孟洲: 《论区域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政治与法律》2007 年第 4 期，第 2－9 页。
参见戴凤岐: 《经济安全与经济法》，《法学杂志》2004 年第 1 期，第 13 页。
例如，对于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甚至对人工智能产业的规制，都需要从相关价值的角度展开研讨。参见张
守文: 《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与个税立法的完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6 页; 张守文: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制》，《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1 期，第 2 页。



中蕴含的法理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从体现经济法法理的 “基本原则”来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上述基本原理、目

的价值直接相关。例如，为了体现经济性原理、规制性原理，以及效率、公平的价值追求，

在经济法领域需要确立 “绩效原则” ( 或称效率原则) 和 “适度原则” ( 或称公平原则) 。
这些原则同前述基本原理、目的价值所体现的经济法法理是内在一致的。同时，为了保护各

类主体的基本权利，在差异性原理之下明晰各类分权架构，保障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还须

将 “法定原则”确立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这也是经济法法理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经济

法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活动，只有符合上述基本原则，才合乎经济法的法理，才具有合理

性和合法性。
总之，经济法中的法理是一种 “广义价值”，它集中表现为经济法的基本原理、目的价

值、基本原则三个层面，并渗透到具体规范之中，为整个经济法的存续和发展提供合理性和

合法性的支撑。经济法中的法理如同人类的经脉，贯穿于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与经济法的

具体规范相比，它看似无形，却须臾不可或缺。如果经济法缺少充分的法理依据，就如同经

脉不通或断裂，会给经济法的存续和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鉴于经济法的法理复杂而众多，深潜而不显见，在对经济法法理作出界定的基础上，有

必要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下文拟选取两个维度，探讨经济法法理的不同类型，以期对经济

法中的法理进行更为全面的理解。

三、经济法中的法理类型

对经济法中的法理加以类型化区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瑏瑥 一般而言，法理学更关注

整体法或一般法的共通法理，以揭示法的产生、变革、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法的生成、实

施、遵守的一般原理，而部门法学则更关注基于部门法的特殊性所形成的部门法法理。研究

经济法中的法理，既要重视各部门法共有的一般法理，也应关注其自身的特殊法理。据此，

借用朱熹 “理一分殊”的用语，瑏瑦 在 “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下，既应重视 “理一”，研

究经济法规范中体现共性的一般法理或广义价值，也要关注 “分殊”，着力提炼经济法自身

的特殊法理。
( 一) 体现共性的一般法理

在经济法领域，贯穿着多个部门法共通的一般法理，一般法理是经济法作为 “法”所应

当具有的 “理”，体现了各个部门法或相关部门法的 “共相”“共性”。一般法理因其更为基

础、更为普适，因而涉及各类法律规范中所蕴含的共有的理念、价值、原理，包含天理与地

理、物理与心理等多方面的 “常理”。只有合乎这些 “理”，法的合理性及其衍生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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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有学者认为，概念的主要作用在于区分不同事物，而类型的主要功能在于概括，以形成一种直观的、整体的
认识，类型化思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参见陈兴良: 《刑法教义学方法论》，《法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
第 38－56 页。
对于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不仅王夫之有不同认识，当代学者也有诸多不同观点。参见景海峰: 《“理一
分殊”释义》，《中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3 期，第 125－138 页; 蒙培元: 《朱熹关于世界的
统一性与多样性——— “理一分殊说”》，《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第 16－26 页。



才能得到认可，法律规范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从理念的角度看，经济法是 “发展促进法”，因而它既要体现发展理念，又要体现法治

理念。其中，国家倡导的新发展理念，对于构建 “发展导向型”的经济法制度，促进经济和

社会的有效发展至为重要。在经济法领域落实新发展理念，有助于在开放发展中推进创新，

在协调发展中保障永续，并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上述理念紧密关联，既涉及发展目

标，又涉及发展手段和发展方式，因而应被作为内在和谐统一的整体，瑏瑧 这对于经济、社会

乃至经济法自身的发展都更为重要。在重视发展理念的同时，还要强调法治理念，使经济法

既因体现发展理念而具有合理性，又因体现法治理念而具有合法性，进而能够有效促进经济

“依法发展”。瑏瑨

在经济法领域，无论是上述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还是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发展

与安全等价值追求，抑或体现上述基本理念、目的价值的基本原则，都会被作为一般法理，

成为贯穿经济法规范的内在 “经脉”。基于一般法理，经济法应当切实约束政府的权力，保

障市场机制有效运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信息偏在的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良性运

行和协调发展。
通常，一般法理在相关法律原则中的体现更为突出，也更易于被观察和把握。例如，诚

实信用原则涉及相关主体的信赖利益保护，不仅适用于民法，也适用于行政法和经济法。瑏瑩

依据诚信原则体现的一般法理，经济法要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强调在宏观调

控法和市场规制法领域，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主体都要诚信，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法治理念和

法治精神，保障公平、秩序和正义等价值的实现。瑐瑠

提炼体现各类部门法共性的一般法理，既有助于发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紧密关

联，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拓展，也有助于推动经济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深

化。尽管传统法理学主要更侧重于从传统部门法中提炼法理，但其关注的多个部门法共通的

法理也可能适用于经济法，对此可以从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共同关注的法理角度进

行对比研究，并在经济法领域进行适用性验证。虽然基础性的、普适性的一般法理更易形成

共识，但学界同样不能忽视经济法领域的特殊法理，这对于全面理解经济法，促进经济法理

论和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
( 二) 特殊法理的独特性

经济法中的特殊法理，是与经济法的特质相关的、体现经济法独特性的法理。例如，前

述经济法的差异性、经济性、规制性、均衡性等基本原理，都与经济法特殊的调整对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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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由于各类发展理念构成了一个系统，体现发展理念的经济法制度也应是内外和谐的整体。参见刘大洪、岳振
宇: 《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法学论坛》2005 年第 1 期，第 53－58 页。
这将有助于促进发展理论和“发展法学”的研究。参见张守文: 《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初探》，《财经法学》
2016 年第 4 期，第 15－24 页。
参见刘丹: 《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中国法学》2004 年第 1 期，第 32－39 页; 徐孟洲、侯作前: 《市
场经济、诚信政府与经济法》，《江海学刊》2003 年第 4 期，第 114－121 页。
例如，《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 ( 国发〔2015〕25 号) 对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清
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 ( 国发〔2014〕62 号) 的变更，体现了在宏观调控领域政府对市场主体信赖
利益的保护，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
见》 ( 国办发〔2019〕35 号) 则体现了在市场规制领域对诚信原则的融入。



整领域、调整手段、调整目标等直接相关，因而都属于经济法中的特殊法理。又如，基于宏

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方面所要保障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对于传统私法，经济法更关

注整体性、公共性、系统性等，并由此形成经济法中的一些特殊法理。限于篇幅，下文将对

差异性、整体性的法理略作说明。
首先，如前所述，对差异性的重视和强调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考虑到现实中存

在的差异导致了市场失灵、经济失衡，因此，需要对相关的差异性问题予以有效解决。但由

于市场失灵本来就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传统的民商法等部门法无力解决此类问题，因而

才需要依据经济法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瑐瑡 与传统民商法强调均质性、平等性、无差异

性不同，经济法立足于现实，更关注差异性、非平等性、非均衡性，并力图解决不合理差

异、不平等、非均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实现实质的公平和正义。基于解决差异性问题而

产生的经济法，作为解决现代经济问题的 “现代法”，对于整体法律体系的发展或功能拓展

具有重要价值。瑐瑢 运用差异性的法理，有助于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
其次，从整体性的法理看，经济法不仅关注个体，更关注整体。因此，整体利益、整体

发展、整体协调、整体效益等各类体现 “整体观”的理念和概念都是经济法特殊法理的重要

体现。与此相关，包括系统论在内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也是经济法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对

“整体”或 “系统”的关注，以及由此形成的 “整体性法理”，一直影响着经济法的调整目

标和调整手段，并贯穿于经济法的各类具体制度。作为整体性原理要求的体现，在具体的法

治实践中，经济法不仅关注个体的纠纷、个体的效率、个体的权利、个体的利益，关注局部

的定分止争，还关注整体的均衡、协调和发展，它不仅关注特定时点和地点的个体生存，还

关注更广阔时空的、长期的整体发展或者更大领域的均衡发展等问题。瑐瑣 对整体性的关注所

形成的法理，必然要求经济法具有 “高级性”或 “高层次性”，即经济法要在传统法关注个

体性的基础上，在整体、全局的立场上，关注更高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切实保障

社会整体利益。瑐瑤 由此使经济法在完善国家治理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

“治国之法”和 “发展促进法”，并体现突出的现代性特征。
由于经济法对差异性和整体性的关注，因而需要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区分传统法与现代

法、个体法与整体法、基础法与高级法。瑐瑥 这些区分所蕴含的法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法律体

系的理论，促进法律系统的结构优化，拓展法律体系的功能，从而提升整体的法治水平。
总之，运用经济法的特殊法理，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特殊性。由于传统法理学主要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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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这已成为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共识。参见邱本: 《论经济法的共识》，《现代法学》2013 年第 4 期，第 18－23 页。
有学者认为，应基于对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差异认识，从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实践中去探寻经济法特有的“问
题与主义”。参见应飞虎: 《问题及其主义———经济法学研究非传统性之探析》，《法律科学》2007 年第 2 期，
第 86－94 页。
有关经济法上的整体主义的探讨，参见卢勤忠、丁培喆: 《论经济法的整体主义观及当代价值》，《河南教育
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 期，第 66－70 页; 刘水林: 《经济法是什么———经济法的法哲学
反思》，《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8 期，第 87－102 页。
参见卢代富: 《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现代法学》2013 年第 4 期，第 24－31 页。
对此，有诸多不同维度的研究，参见高鸿钧: 《关于传统法研究的几点思考》，《法学家》2007 年第 5 期，第 7
－11 页; ［德］ 图依布纳: 《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矫波译，载本书编委会主编: 《北大法律评
论》 ( 第 2 卷·第 2 辑)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79－632 页。



于从传统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提炼法理，因而归纳和提炼经济法等现代法的特殊法理，不仅有

助于经济法理论的深化，也有助于促进 “现代法理学”乃至整体法学的发展。
( 三) 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的协调

经济法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前者相对稳定，而后者变化万千。对于经济法中的法理，

可分别从 “经济”与 “法”两个维度来理解。从 “法”或 “法治”的角度看，人们往往更

重视一般法理，尤其会强调经济法应有的法定性、稳定性和统一性; 从 “经济”的角度看，

人们会更重视与经济相关的特殊法理，尤其会强调经济法的政策性、变易性和分散性。瑐瑦 上

述的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都有其 “道理”，不可被偏废。为此，应结合经济法的特殊性，在

两类法理之间作出有效协调，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在经济法领域，须通过依法调控和规制，有效处理多种关系，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同上述关系密切相关的改革与经济法的关系、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而上述各类关系又同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法治与发展的关系等密切

关联。上述诸多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十分复杂的 “关系网络”，并可能产生缪尔达尔

( Karl Gunnar Myrdal) 所说的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瑐瑧 为此，需要通过相应的体制改进、制

度优化来解决缠绕着复杂关系的诸多问题，并由此形成经济法领域的 “关系—体制—制度”
的分析框架。瑐瑨 因此，相对于传统部门法，经济法更要加强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的协调，并

在推进经济法治的过程中，不断缓解法定性与政策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统一性与分散性的

冲突。上述特殊法理与一般法理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法的特殊

性以及经济法治存在的问题。瑐瑩 对两类法理的有效兼顾本身也是在形成经济法中的法理，并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现代法理学的研究。

四、经济法中的法理类型的延伸: 公理与定理

上述的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是经济法中基本的法理类型。由于一般法理通常都是公认

的、普适的法理，特殊法理则是在部门法 “特定”条件下适用的法理，因此，一般法理与特

殊法理还可延伸拓展为 “公认的法理” ( 可被简称为 “公理” ) 与 “特定的法理” ( 可被简

称为 “定理” ) 。在 “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下，有必要从公理与定理的角度区分经济法

中的法理类型。瑑瑠 考察经济法规范中贯穿的公理与定理，对于有效阐释经济法的诸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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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有关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紧密关联的研究，参见甘强: 《论经济法中的经济政策———以银行法领域的政策运用
为例》，《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6 期，第 129－139 页; 单飞跃、张玮: 《经济法中的政策———基于法
律文本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第 89－97 页。
参见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 《亚洲的戏剧: 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373－381 页
有关上述分析框架的探讨，参见张守文: 《“改革决定”与经济法共识》，《法学评论》2014 年第 2 期，第 13－
24 页。
这些问题在我国经济法治中亦有突出体现。参见张守文: 《中国经济法治的问题及其改进方向》，《法制与社
会发展》2018 年第 2 期，第 20－31 页。
也有学者作出类似的区分，参见李晓辉: 《论法理的普遍性: 法之“公理”、“通理”与“殊理”》，《法制与
社会发展》2018 年第 3 期，第 5－28 页。



推动经济法的制度完善，尤其具有重要价值。
( 一) 经济法中 “公认的法理”
美国法学家兰德尔 ( 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认为，法律和法学要从不言自明的

公理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相关定理。瑑瑡 但对于何为公理，不同的学者历来见仁见智，其

中，有多位学者将基本权利视为公理。例如，德沃金认为，政府应该对于其治理下的所有人

给予 “同等关怀和尊重”，这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人们拥有该权利是道德上的一个公理，

其他权利都是由此被推导出来的。瑑瑢 而兰德尔则认为，天赋人权是普世公理，现代西方法律

就是由此出发，通过演绎推理而得出一系列法则。瑑瑣 可见，上述学者都倾向于把一些道德化

的基本权利作为公理，但对于这些基本权利能否被作为公理，还须进一步深究。那么，基本

权利作为公理的合理性何在? 对此，至少应从体现规律的基本原理层面来回答。
其实，在经济法领域同样存在一些 “公认的法理”，亦可被简称为 “公理”。这些公理

作为一般法理贯穿于法律体系中的各个部门法，其对于经济法等各类部门法的存续，具有重

要的支撑作用。例如，诚信、公平等作为道德共识的法律化，就是贯穿和支撑各类部门法的

公认的法理。
如前所述，体现、符合和遵循相关规律，是经济法制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经

济法规范体现的一般法理或公认的法理。经济法制度只有体现和符合相关规律，才能有效发

挥其制度功效，才可能是 “好的制度”或 “良法”。因此，从规律的角度来思考经济法中的

公理至少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例如，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

经济关系的法，当然也要遵循这一重要的经济规律，并且，经济法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就更要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为此，必须保障

市场主体的自由度，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

运行，并防止市场失灵。这也是经济法要有效约束政府的调控权和规制权，并赋予市场主体

经济自由权和发展权的重要原因。瑑瑤 自由权和发展权是市场主体的 “基本权利”，如果仅以

此为由将其确定为 “公理”，而不上溯并明晰其 “规律基础”，那么，公理的 “说理性”就

会不足。而从价值规律的视角看，则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中基本权利的基础，并揭示在经济法

中的各类部门法中都涉及 “交易”或 “价格”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价值。
由此扩展，在 “价值—规范”的框架下，经济法的各类规范都要体现价值规律、竞争规

律等经济规律的要求，并由此要符合市场原理以及政府与市场的 “双手并用”原理的要求，

从而形成各类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无论是具体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制度，还是预算、税

收、金融制度，无论是整体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制度安排，还是动态的税率、利率、费

率的调整等，都要体现基于经济规律而生发的有效配置资源的 “公理”。瑑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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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 汉斯·迈克尔·特劳特温: 《累积进程与极化发展: 缪尔达尔的贡献》，王爱军译，载顾海良、颜
鹏飞主编: 《经济思想史评论》 ( 第五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1－130 页。
参见张文显: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73 页。
参见 ［美］ 黄宗智: 《我们的问题意识: 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 年第 1 期，第 57 页。
参见张守文: 《现代经济体制的构建及其法治保障》，《政法论丛》2019 年第 1 期，第 3－14 页。
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和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公平竞争、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利润平均化的规律等。
参见张文显: 《宏观调控及其政策与法律的思考》，《中外法学》1994 年第 1 期，第 1－3 页。



此外，公理不仅与规律直接相关，还会因具有的道德性而被公众普遍认可。例如，前述

诚实信用原则就是道德性原则的法律化，而由此生成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也具有一定的道德

性。瑑瑦 在经济法领域，政府、市场以及其他主体都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各类主体基于对其

他主体的义务，都要提供真实、充分、有效的信息，并恪守自己的承诺，这样才能更好地解

决经济法领域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瑑瑧 如前所述，诚实信用原则之所以体现了公理，是因

为其融入了法律的一般价值。无论是基于效率与公平的要求，还是基于对秩序、安全、正义

的考量，各类主体都应当讲诚信，这是体现多种价值要求、符合多种价值期待的诚信原则能

够贯穿于各类部门法的重要原因。
对于体现公理的诚信原则，需要通过许多具体制度来落实。例如，多个部门法的信息公

开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反欺诈制度等，都是对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经济法领域存在的多

种违法行为，如税法领域的税收欺诈、金融法领域的金融诈骗、证券法领域的内幕交易和虚

假陈述行为、竞争法领域的多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等，都是对诚信原则的背离，都违反了公认

的法理。为此，应提高各类主体 ( 包括政府) 的诚信度，这对于有效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至为重要。目前，国家正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将其视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

观需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这是对诚信原则和相关公理的深刻理解。瑑瑨

当然，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应在法治的框架下加以解决。瑑瑩

除了上述诚信原则，公平原则也是体现公理的基本原则。由于公平被作为公认的法理，

是所有法律都追求的重要价值，因此，公平原则被广泛适用于各个部门法领域。无论在具体

法律文本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公平原则，各类法律的实际运行都无法脱离公平原则。例如，刑

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民法上的等价有偿原则、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经济法上的适度原

则等，都是公平原则的体现或要求。这些原则直接影响公众对相关行为规范、权利义务分配

和责任承担的认可。由于公平原则体现着公理，因此，不能仅将其限定或归属为某个部门法

的基本原则。
总之，公理一定要体现基本的合理性和公众的认可，并由此使相关规范具有合法性。前

面讨论的价值规律 ( law of value) 等规律 ( law) ，是高于人定法的 “法”，因而会被作为法

律领域的公理。同时，体现道德性的基本原则，如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等，也会因具有天然

的、公认的合理性而被普遍接受。从上述相关规律和道德的关联性视角解析经济法中被公认

的法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经济法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对整个法律体系的理解。
( 二) 经济法中 “特定的法理”
经济法中 “特定的法理”是在经济法的特定领域、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具有特殊价值的

法理。由于这些定理局限于一定领域，受制于一定条件，因而它不能像上述的公理一样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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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富勒提出的“法律道德性”的概念，学界有诸多讨论，参见孙笑侠、麻鸣: 《法律道德性: 法律，抑或
道德?》，《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 年第 3 期，第 3－11 页。
有关诚信原则的经济法思考，参见卢代富、刘云亮: 《诚实信用原则的经济法解读》，《政法论丛》2017 年第
5 期，第 30－37 页。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 国办发〔2007〕17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 2014—2020 年) 的通知》 ( 国发〔2014〕21 号) 。
参见沈岿: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学》2019 年第 5 期，第 25－46 页。



遍适用于各个部门法，它实际上是经济法在部门法层次上的特殊法理，是 “定理”。
经济法中的各类定理主要被用以揭示经济法的各类具体制度、规范存在的合理性。由于

经济法主要作用于市场经济领域，需要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因此，

论述其具体制度存续的 “经济合理性”历来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关注经济学提供的相关定

理。此外，由于经济法还要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也

需要参考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提供的相关定理。在综合吸纳上述各类定理的基础

上，学界还须结合经济法的特殊性，总结归纳体现经济法特殊性的 “定理”。
事实上，在以往的经济法研究中，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提供的 “定理”或 “定律”曾广

受关注。例如，在强调经济法促进市场体系建设、推动专业分工，保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

权方面，会考虑 “斯密定理”; 瑒瑠 在强调经济法的 “经济性原理”，有效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

成本，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方面，会涉及 “科斯定理”; 瑒瑡 在研究经济法推进中央与地方的适

度分权，有效处理纵向博弈问题方面，会参考 “贾谊定理”“奥茨分权定理”; 瑒瑢 在讨论经济

法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合理确定政府规制范围方面，会运用 “瓦格纳定 律”“帕 金森定

律”; 瑒瑣 在思考经济法有效处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特别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方面，会提及

“黄宗羲定律”; 瑒瑤 在研究经济法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特别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

制的边界时，会重申 “司马迁定理”。瑒瑥 上述定理都被用以揭示某类法律制度存在的价值或

问题，以及进行制度设立、修改、废止的合理性，从而使相关法律规范能切实体现相应的法

律价值，更具有可执行性。但同时也应看到，每个定理都有其适用的特定领域或特殊约束条

件，因而必须关注其特殊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具体的制度形成和适用方面，需要考虑各国具

体国情、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及具体的时空背景和体制的限定，这样才能使相关定理更有

说服力和解释力。
此外，虽然经济法中的特殊法理在形成时会借鉴其他学科的定理，但其他学科的定理也

体现了相关的法理，特别是融入某些规律、价值的一般法理。因此，其他学科的定理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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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密定理也存在不同理解，参见贾根良: 《斯密定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南开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15－21 页; 杨小凯、张永生: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经济研究》1999 年第 7 期，第 67－
76 页。
参见张守文: 《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法学研究》1992 年第 5 期，第 27－33 页; 张建伟: 《“变法”
模式与政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第 137－150 页。
有关“贾谊定理”的探讨，参见孙广振、张宇燕: 《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 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经济
研究》1997 年第 6 期，第 12－19 页。有关分权原理的探讨，参见 ［美］ 华莱士·E·奥茨: 《财政联邦主
义》，陆符嘉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5 页。
参见赵石磊: 《“瓦格纳定律”检验中的协整与因果问题———中国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8
期，第 18－22 页; 戚昌厚: 《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关于瓦格纳法则的文献综述》，《现代
管理科学》2018 年第 2 期，第 72－74 页; 王新民、南锐: 《政府改革新的解释框架: “帕金森定律”的规避》，
《理论导刊》2013 年第 4 期，第 10－13 页。
参见秦晖: 《“黄宗羲定律”与税费改革的体制化基础: 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税务研究》2003 年第 7
期，第 2－8 页; 周雪光: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
2014 年第 4 期，第 108－132 页。
关于不同维度的“司马迁定理”的讨论，参见张守文: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中国法学》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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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法理实际上是相互借鉴的，只不过其他学科对某些定理的提炼和概括更早、更专门且

更为人所知。上述定理经过论证、归纳和提炼，贯穿于相关经济法规范，使经济法制度更易

于为公众所接受，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法的遵从度，全面实现经济法的价值和调整目标。
总之，在 “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下，各类经济法规范都浸润、贯穿着相关的公理和

定理，它们与一般法理与特殊法理一样，都属于前述的 “广义价值”，是引领、支撑各类经

济法规范的 “魂魄”和 “精神”。公理与定理对于实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发展与安

全等价值目标，实现经济法关注的分配正义、发展正义，有效保障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推

进经济法治，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上述各种类型的法理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存续、
发展的理由，解释相关经济法制度设计、建构、实施的依据，并由此推动法理研究和 “现代

法理学”的发展。

五、结 论

尽管经济法学的研究一直涉及大量的 “法理思考”，并且在既往的经济法理论形成过程

中借鉴了大量法理学的优秀成果，但学界对于经济法中的法理还缺少明晰的界定和相应的类

型化研究，这些都无益于经济法理论的深化和经济法制度的完善。随着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

制度建设进入到新的阶段，目前迫切需要学界对经济法中的法理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并

增进经济法学界与法理学界的学术交流。瑒瑦

为此，本文在 “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下，对经济法中的法理作出了融贯基本原理、
目的价值和基本原则三个层面的统一界定，强调它是说明经济法合理性的 “广义价值”。在

此基础上，本文对经济法中的法理进行了类型化研究，区分了经济法规范中贯穿的一般法理

与特殊法理，以及作为其延伸的 “公认的法理”和 “特定的法理”，从而确立了经济法法理

类型的 “二元结构”，并强调应加强两类法理之间的协调，重视特殊法理或 “特定的法理”
对经济法的独特价值。

事实上，自经济法产生以来，国内外学者就一直围绕其存续和发展的合理性展开研讨，

其中涉及了大量的法理学问题。本文提出的经济法中的法理类型的 “二元结构”仅是一种

尝试，学界同仁若能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一方面，如果能

有效揭示经济法中的一般法理或 “公认的法理”，即说明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紧密关

联和 “一致性”，这将既有助于增进法律体系的整体功效，也有助于学者全面理解新兴的经

济法，由此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理论纷争。另一方面，如果能有效揭示经济法中的特殊法理或

“特定的法理”，即充分说明经济法的独特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将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价

值目标和重要功能，促进其在经济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探索经济法中的法理并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是未来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涉

及的许多问题尚须被不断拓展和深掘。瑒瑧 通过包括法理学界在内的整个法学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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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对法理学的借鉴以及对法理学的贡献都值得研究。参见李晓辉、程宝山: 《经济法对法理学的借鉴、
贡献与突破》，《郑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 期，第 57－59 页。
其中也包括对经济法研究方向和路径的探索。参见张继恒: 《走向“经济法法理学”: 经济法研究进路反思》，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2 期，第 130－149 页。



我们对于经济法中的法理的认识会不断深入，由此不仅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

制度建设，而且有助于促进现代法理学的发展，并进一步增加中国法学对世界法学的贡献。

Abstract: Fali in economic law can be extracted and categorized under “value /norm”analyti-
cal framework．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Fali in economic law can be defined as “general val-
ue” that explained the rationality of economic law，which primarily manifest in three dimensions，
that is，fundamentals，purpose values，and basic principles． General value is the spirit and meridians
of economic legal norms． From categorization perspective，Fali in economic law can be divided into
general Fali and special Fali，and correspondingly extending to recognized Fali and specific Fali． So，

this establishes a dual structure of Fali system． Under the aforementioned dichotomy，the coordination
of two categories of Fali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pecial value of specific Fali should be em-
phasized． Lubricating the Fali in economic law and its categorization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both the
theory deepening and institution improvement，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urispru-
dence and science of law．

Key Words: Economic Law; Fali; Categorization; General Fali and Special Fali; Axioms and
Theor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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